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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gave birth to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anthropology. In the first place, it 
provides anthropology with rational and secular discipline thinking consciousness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historical changes and promotes the “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 Secondly, it 
makes an initial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me discipline presuppositions and 
core concepts of anthropology, such as human socialit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dentity, relation-
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history and reality. Finally, it also provides rational, natural,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highlights the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soci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 practi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brought non-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west,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ligh-
tenment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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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启蒙时代酝酿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渊源。首先为人类学提供了理性世俗的、重视历史流变的学科思维意

识，促进了世界的“去魅”。其次对人类学的一些学科预设与核心概念，例如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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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同一性、自然与文化关系、历史与现实等做了最初的理论探讨与阐释。最后还提供了理性的、自然

的、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并突出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同时启蒙时代具有人类学意义

的“田野实践”给西方带来了非西方的知识，有力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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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人对人类学这个术语不会感到陌生，但也会缺乏综合性的学科理解。大致地看，人类学就是研

究人的横断学科，它主要集中在对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的研究上，由此衍生出其四大分支。而在历史

上，人类学这个抽象的名词首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人文主义哲学家马格努斯·亨特(Magnus 
Hundt)与奥托·卡斯曼(Otto Casmann)的作品中。他们把两个希腊语词汇 ánthrōpos (人类)与 lógos (研究)
结合在一起进而创造了新的拉丁词汇 anthropologia (人类学)。在十八世纪早期，人类学这个词语开始出

现在英语与法语中。虽然作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的人类学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但作为

人类学“史前史”的十八世纪为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前提基础，特别是关于人性、文化、社会的

原初预设，这些跟欧洲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启蒙运动孕育了人类学的学科渊源，而当时的人类学成果反

过来又促进了启蒙运动。 

2. 启蒙时代与现代人类心智的觉醒 

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几乎发生在全欧境内的重要的文化运动，虽然各国国家地区启蒙运动的社会环境、

发生进程、侧重点、成就不尽相同，但至少它们共享了一个相同的主题，萌发了一种新的思维即理性。哲

人们重拾起古典文明中的理性精神逐步迈向现代性。正如康德 1785 在《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
里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

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 
康德的总结集中地展现了启蒙哲人的文化状态：重振勇气。这股势不可挡的勇气绝非空穴来风。欧

洲人身处旧制度的环境中，但十八世纪的欧洲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一方面，人们看见自然

科学的迅猛发展、医学的进步、风俗的逐渐改进以及人道主义情感的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等

级制度在开始缓慢瓦解，粮食生产、工业组织、人口模式的革命性变迁在逐步发生，所有的这些都使人

们逐渐地重拾自信。行政管理在十八世纪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有改革志向的政府官员陷入了与既得利益

集团和传统习俗的斗争中。合理化行政管理系统和统计方法虽然尚属幼稚，却是未来的现代福利国家的

预示。这一追求社会发展的时代呼吁着新的科学，新的科学又意味着更加广泛而深刻的理性思考与必要

的自由。 
启蒙知识分子认为“哲学家的自由乃是普遍自由的前提。人对自主的追求受到懒惰、胆怯以及传统

等叠加重负的桎梏，只有哲学家在不受外界束缚的情况下进行理性思考，并毫无畏惧地展开批判，因而

能够发动和引导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2]。因此，哲学成为启蒙运动的支柱性学科，它具有了更大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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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性，也更偏重实践性。启蒙运动首先将哲学定义为有条理的批判习惯。一方面，它具有包容性，涵括

了善良的意愿、清晰的思想、对迷信的敌视。另一方面，它又极端狭窄，排斥了许多实践性不强却重要

的真知灼见。对启蒙运动而言，哲学的时代与批判的时代同义。 
于是，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经历了“去魅”过程，而“去魅”现象的基础是正是人们探究事物根源

的好奇与热诚。因此，启蒙哲人萌发了历史学的思维，开始意识到万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它是自然

的、变动的，也是未来的。在批判思维的引导下，史学与哲学发生合流，二者间相互影响。英国启蒙史

家爱德华·吉本领悟到哲人所说的哲学的真正含义：“哲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对待世界

的立场，一种批判的自由”[3]。 
在启蒙世纪，人类首次将自己的自信力朝向社会现实，天道酬勤的文化信念成为了普遍共识，有教

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在这种新的生命意识中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油然而生。

人心思变成为普遍风潮，对停滞的害怕与对“革新”的渴望成为了进步的标志。人们对生死的文化理解

也随之而变，“不同于古代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古人对死亡的崇高向往，启蒙世纪的人们逐渐开始恐

惧死亡，珍爱生命”[4]。面对有限的生命，人们对终极性意义的思考从执著于人的永生转向了追求人的

不朽；于是，出现了一种为后世而过、为后辈而活的人生观。 
于是，立足于对人性的新的反思，启蒙思想家带着勇气、自信、希望与新的思维对人(类)的生物性与

文化性展开了深入的探究，而这些探究是针对人类学要素而言的，追溯这些学科要素在启蒙时代的痕迹

便可以摸索出启蒙时代的人类学渊源。 

3. 启蒙时代的人类学探索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在分析启蒙时代的人类学渊源前，需要思考关注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欧洲启蒙运动基本上奠定了整

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直接萌生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而人类学在当时只是

处于“史前史”状态。但是人类学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具体的学科发展状态上，而是体现在它背后所依

托的文化转型浪潮与时代关切上。一方面，笛卡尔哲学掀起了近代西方哲学从本体论研究转向认识论研

究的文化浪潮，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认知首先建立在“主客二分”思维基础上，并要求用理性的态度方

法来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另一方面，欧洲人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的认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而不断扩展与深

化，同非欧洲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带来了日益强烈的“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意识。这两个方面的文化图

景突出了理性方法之于人类认知的重要性，并使启蒙时代的人类学具有了思想史意义上的重要性。 
虽然欧洲的科学革命已于十八世纪结束，但其文化遗产，即新的科学思维继续向其他学科传播。在

此过程中，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牛顿模式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牛顿崇拜成为普遍的文化追求。“人类学是

十八世纪回应启蒙运动的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几个新的社会科学之一，它也是新的渴望使用理性、

历史、比较分析与直接观察的方法来探索世界的逻辑产物的延伸。它尝试把人类自然性与文化性的层面

统合进一个新的理论的、经验的人类理解中”[5]。 
首先，启蒙时代为人类学提供了理性世俗的、重视历史流变的学科思维意识，促进了世界的“去魅”。

而这点突出地表现在伴随着自然史的研究而出现的启蒙时代对人类生物性的研究上。这里的代表人物是

布丰(Buffon)，他曾担任皇家植物园园长一职的布丰兼具高超的数学家与严谨的文体家之长，其著作《自

然史》(Natural history)气势恢宏、包罗万象，堪称地球传记。布丰博采众长，融合了牛顿学说的思维与

笛卡尔哲学的明晰，兼顾对抽象方法论的思考与对实证经验的重视。这部作品从地球诞生讲到地球成为

一个无生命的冰冻星球；则具体行文涉及各洲的形成、人类的出现以及动植物等丰富内容。书中指出科

学探索必须以追求真理为完全目标，因为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求实。 
其次，启蒙时代对人类学的一些学科预设与核心概念，例如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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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文化关系、历史与现实等做了最初的理论探讨与阐释。而这点突出地表现在启蒙时代对人类文化

性的研究上，并集中体现于启蒙哲人对人性观的探讨中。启蒙时代把人的研究上升为一门科学。最为显

著的是“启蒙运动把心理学变成了人的科学中的一门战略性学科。这种战略地位不仅在于它为启蒙哲人

对宗教的批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还在于它辐射到广义的人的科学，辐射到教育、美学和政治

思想，并且还为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学，即人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6]。 
启蒙思想家在人性问题带有新的尖锐性思考。他们在思考不同时空里的人性是否同一，古代人与现

代人的人性是否一致等问题，最后基本上都认为人性共通。休谟(Hume)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人们普遍

承认，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有高度同一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始终不变。相同的动机会促成相同的

行为”[7]。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与伏尔泰(Voltaire)为首的思想家承认人性的可塑性与人类文化的多

样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从自然条件出发，分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

对社会与人的影响，不同的自然环境会促成不同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制度，且这些社会文化在历史中具有

相对稳定性，同一区域的人们相互联系，其文化共通共享。总之，普遍精神是任何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

要素。“孟德斯鸠赖以构建其体系的两个原则，即人性划一、文化和环境孕育多样性，是彼此独立的，

但两者之间不无紧张”[8]。所以，孟德斯鸠的社会科学是文化相对主义的逻辑萌芽，为此，他主张社会

科学的任务是发现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法则，针对不同的环境找到适当的方法。伏尔泰的《风俗论》(Essay 
on the Customs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s)更是直接展现出人类学文化实践的多样性，打破了欧洲故有的

天下普同论的文化观念，并提出了广义的多元文化间相互尊重、理解、互鉴的想法。 
最后，启蒙时代还为人类学提供了理性的、自然的、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并突出了

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继承了孟德斯鸠与休谟学术观点的苏格兰启蒙哲人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在其著作《文明社会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提出了关于人类文化性与社会科学研究

的思考。弗格森认为道德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使之成为关于人的经验主义自然史，从诸多相

关学科中找到证据，以稳健步伐从事实走向价值、从科学走向道德。可见，弗格森高度重视用经验主义

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多元文化的研究方法。这点与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高度切合。 
弗格森经验主义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自然状态”学说，第二个是促使社会组织形成的立法领袖的

存在假说。人生于社会且存在于社会，所以人的研究与社会的研究相辅相成。他强调人性的原初同一与

制度理念的多样性，社会科学则旨在解释同一人性心理与多元文化经验间的复杂关系。 
另外，时间上比弗格森稍早一些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B. Vico)在其著作《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也论述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他所使用的语文学方法则是理性的、自

然的、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史上的具体应用。维柯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一个

不与同社会进步观念相悖的“复归”原则。“历史不仅仅因为一致性运动中的多样性，也是因为其丰富

性日益积累，使它超越了自身。因此在现实中，一个新的感性时期是由先前全部智识的进展而日益充实

起来，想象的新时期和心灵有所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如此。中世纪人类向野蛮状态的复归在某些方面与古

代的野蛮状态是一致的；但是，因为上述原因，一定不能认为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与古代的野蛮状态是一

样的，因为中世纪本身包含着基督教，基督教概括并超越了古代思想”[9]。 
同时，启蒙时代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田野实践”给西方带来了非西方的知识，有力推动了启蒙运动

的开展，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因为人类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阐释性的社会科学，它更是一门实践性极强

的社会科学。由于十八世纪的西方世界并没有形成作为正式学科体系的人类学，所以当时的文化考察实

践并非是带着人类学的科研目的而开展的，但这些文化实践依旧十分重要，不仅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

最初的“民族志”与其他一手的田野资料，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回应

了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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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继续在世界各地开展殖民掠夺与大洋贸易，在外“闯荡”的欧洲人成为了这一时

期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参与者、见证人，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其他种族与文化被带到欧洲，丰

富与拓展了人们关于“人类”的观念；另一方面，在传教士的努力下，中国、印度这些古老文明的典籍

也传入欧洲的知识界，并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10]。不同文明间的冲击，使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发现欧洲的

文明只是世界上诸多存在的文明形态中的一支。启蒙哲人发现从宏大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体系到细

微的生活观念、生产方式、人地关系等内容在不同文化模式中有极大的差异，并在长期的历史中保持了

相对稳定性。从今天的人类学的标准来看，这些古老的民族志中引用的非西方文化知识并不科学，这些

新获取的关于异域的事实性知识也未必就说明欧洲既有的社会体系一定不合理，但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界

里却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刷新观念、开拓认知、促进自由思想的作用。 

4. 结语 

启蒙时代酝酿了现代人类学的学科渊源。首先为人类学提供了理性世俗的、重视历史流变的学科思维

意识，打破基督教对人类学思考的阻碍。其次对人类学的一些学科预设与核心概念，例如人的社会性、文

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自然与文化关系、历史与现实等做了最初的理论探讨与阐释。最后还提供了理性的、

自然的、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研究方法，并突出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同时启蒙时代具有人类学意

义的“田野实践”给西方带来了非西方的知识，有力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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